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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在印度洋的
贸易活动及其作用

———以蚕丝、纺织品、硝石贸易为中心的考察

蒋　真　　母 仕 洪

［摘　要］近代早期，以新朱勒法人及其后裔为主的亚美尼亚人，通过广泛的商业联系，构筑起一张庞大

而频密的贸易网络，辐射范围囊括欧洲、地中海、印度洋、东南亚、太平洋诸地区，成为推动早期经济全球化

发展与世界贸易体系初创的一支重要商业力量。印度洋是其开展贸易活动的核心区域，通过参与蚕丝、纺

织品、硝石等印度洋贸易行业，亚美尼亚人不仅极大地改善了经济境遇和社会地位，而且为促进印度洋商

业运转乃至跨欧亚经济互动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亚美尼亚人在印度洋商业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表明，

近代早期的印度洋贸易世界是诸多商业力量并驾齐驱、互争雄长的舞台，欧洲商人在其中占据有重要但非

支配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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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以后，全球性的贸易活动和商业交流持续扩展，形成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连成一体
的规模空前的国际贸易网络。印度洋作为连接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通枢纽，成为各民族经济
活动的广阔舞台，上演了一幕幕各种商业群体之间竞争与合作、冲突与交往的历史剧目，东方商人与
欧洲商人在印度洋海域的关系也步入空前复杂化的历史阶段。然而，一些学者将欧洲人进入印度洋
“当作是一个新时代开端的标志，即标志着当地的衰落和欧洲人事业的胜利”①。Ｗ．Ｈ．莫兰（Ｍｏｒｅ－
ｌａｎｄ）、Ｐ．Ｍ．帕尼卡（Ｐａｎｉｋｋａｒ）就认为，“葡萄牙人的到来开启了西方人支配印度洋的新时代”“印度洋
贸易的主渠道随即落入葡萄牙人之手”②。这种观点将近代早期（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东方商人与欧洲商
人在印度洋的多元交往关系简单化、片面化，突出强调欧洲商人在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交往中的支配
地位，把欧洲商人视为近代早期印度洋商业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东方商人沦为边缘化的、从属性的历
史配角。丹尼斯·伦巴德就指出：“在许多历史学家眼里，不断进发的欧洲人才是印度洋的驱动力。
首先是葡萄牙征服者，然后是继之而来的英国、荷兰、丹麦、法国等贸易公司。”他认为，造成此种局面
的原因在于“汗牛充栋的西方史料都是从殖民视角书写的，因而从１９世纪末以来就确立了一种根深
蒂固的认知：通过以里斯本、伦敦或阿姆斯特丹为驱动力的视角来观察该时期所有的交易”③。西方
学者的著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近代早期的印度洋历史写成欧洲商人主导或影响之下的历史，忽视东
方商人的主体作用和历史贡献。到２０世纪下半叶，随着后殖民时代印度洋周边国家崛起，这些国家
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欧洲商人和东方商人在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交往中的关系。例如，澳大利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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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肯尼斯·麦克弗森在其《印度洋史》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欧洲商人进入印度洋后，“他们内部和他们
与当地的商业集团之间为了分享海洋的贸易而互相妥协和混战。其结果是在印度洋的传统贸易世界
中，互相冲突的欧洲商业集团取得一席之地，而不是他们的统治地位”，１６—１７世纪“是当地人与入侵
者为分享传统的商业而继续争执的时代，而不是以当地事业垂死挣扎为标志的时代”①。印度学者苏
希尔·乔杜里等认为：“欧洲人没有达到将亚洲航运逐出贸易以支配亚洲市场的程度，也未能从亚洲
商人手中夺取任何大部分贸易。欧洲人不得不面对来自亚洲商人的激烈竞争……直到欧洲政治军事
力量征服摩鹿加、马卡萨、班塔姆等亚洲市场为止。”②总之，挖掘和还原东方本土商人在近代早期印
度洋贸易中的作用和贡献，成为印度洋史学者们热衷研究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印度洋史研究者取得
的成果丰硕，推动了对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史的多元化认知。但是，各国学者受民族主义情感或民族
国家历史书写范式的桎梏，往往以民族国家本位为视角，突出强调本国商业力量在近代早期印度洋经
济交往中的地位和贡献，忽视了对曾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贸易流散群体的关注，成为印度洋史书写
的一个缺憾③。
譬如，作为一个主要散居在环印度洋世界的族群，以新朱勒法人及其后裔为主的亚美尼亚商人群

体在印度洋贸易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然而，曾在近代早期世界商业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新朱勒
法亚美尼亚人④，很长时期内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２０世纪上半叶之前仅有零星著作问世，亚
美尼亚学者赛斯对印度亚美尼亚人的历史进行细致梳理，其中涉及大量从新朱勒法移居印度的亚美
尼亚人，但主要是通过碑文对其生平、家庭关系和族源进行考证，对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涉及很少⑤。
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引起学术界关注的首倡之功要归于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布罗代尔
在１９４９年出版的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对新朱勒法亚美尼亚商人惊人的
商业财富、广阔的贸易网络及其在地中海世界的贸易活动略有提及，这一群体方才进入国际学者的学
术视野⑥。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学者菲利普·科廷就亚美尼亚商人在世界历史上跨文化贸易中
的活动与角色进行考察，为研究亚美尼亚商人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新的价值基础和理论视角⑦。对新
朱勒法亚美尼亚人贸易活动的专门研究出现在上世纪后半叶，历史文献的发掘和整理是该领域研究
工作的突破口。作为一个散居族群，亚美尼亚人在埃里温、莫斯科、伦敦、威尼斯、新朱勒法等地方遗
存了丰富的商业史料（包括账簿、汇票、信件等）。列翁·哈齐基安（Ｌｅｖｏｎ　Ｋｈａｔｃｈｉｋｉａｎ）等亚美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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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印度学者表现得较为明显，他们或强调印度商人在古代印度洋商业变迁中的历史作用，或突出近代以来印度商人
与印度洋贸易发展的关系［参见阿欣·达斯·古普塔、Ｍ．Ｎ．皮尔森编：《印度和印度洋（１５００—１８００）》（Ａｓｈｉｎ　Ｄａｓ　Ｇｕｐｔａ，Ｍ．
Ｎ．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ｄ．，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１５００—１８００），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Ｋ．Ｎ．乔杜里：《印度洋的贸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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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ｔｏ　１７５０），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苏希尔·乔杜里：《贸易、政治与社会：近代早期的
印度》（Ｓｕｓｈｉｌ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ｙ，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ｉｌｉｅｕ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ｒａ），伦敦：劳特利奇出版公
司２０１７年版］。

新朱勒法（Ｎｅｗ　Ｊｕｌｆａ）位于伊朗萨法维王朝首都伊斯法罕，１６０４—１６０５年萨法维国王阿拔斯一世强制将东亚美尼亚朱勒法
城的居民迁徙至伊斯法罕，并独立安置于新朱勒法，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就是指居住在该地的亚美尼亚人及其后裔。后来，

新朱勒法发展成为亚美尼亚商人网络的枢纽，虽然该贸易网络中的亚美尼亚人并非全部来自新朱勒法，但绝大多数同新朱
勒法存在密切的亲族关系和商业关系，并将新朱勒法视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与“第二故乡”。新朱勒法为该贸易网络提供商
人、商品、资本、商业情报、牧师等要素，因而也被称为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

梅斯诺布·赛斯：《印度亚美尼亚人史：一项开创性研究》（Ｍｅｓｒｏｖｂ　Ｓｅｔｈ，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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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之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①。在亚美尼亚学者的
带动下，国际学界对亚美尼亚人贸易活动的关注热情空前增长，许多相关论著随之涌现。学者们的关
注焦点大体涵括四个方面：其一，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在萨法维帝国蚕丝贸易繁荣中的作用②；其二，
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与欧洲商业公司的竞争、合作关系③；其三，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在亚洲传统商
路贸易中的作用④；其四，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的信誉机制、通信系统、“投资者—代理人”协
作关系以及兴衰缘由⑤。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都零散地探究某个国家或地区、某种贸易类型或活动，
而没有对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参与印度洋贸易的整体状况进行研究，尤其是对这一群体在印度洋贸
易中的作用缺乏清晰认识。
基于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的分布格

局，以蚕丝、纺织品、硝石等印度洋贸易体系中的典型商品为对象，通过考察和分析新朱勒法亚美尼亚
人对印度洋贸易的参与程度，揭示亚美尼亚人在近代早期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期重新认识东方
商人和欧洲商人在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交往中的关系。

一　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的分布格局

１７世纪初叶，萨法维王朝国王阿拔斯一世（Ｓｈａｈ　Ａｂｂａｓ）将位于东亚美尼亚朱勒法城的亚美尼亚
人迁徙并安置于首都伊斯法罕市郊，该郊区取名新朱勒法（Ｎｅｗ　Ｊｕｌｆａ），这一事件成为新朱勒法亚美
尼亚人贸易网络兴起的历史起点。在萨法维王朝的扶持下，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的经济实力迅速发
展，逐渐成为流散于欧亚大陆各地的亚美尼亚社群中最显赫的一支商业力量，新朱勒法崛起为闻名欧
亚的国际性商业枢纽。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通过商业代理人的方式，频繁穿梭在亚洲陆路帝国和欧
洲海洋帝国之间开展商业贸易，在此基础上形成勾连欧洲、地中海、印度洋、东南亚、太平洋等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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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列翁·哈齐基安：“新朱勒法商人霍夫汉尼斯的账簿”（Ｌｅｖｏｎ　Ｋｈａｃｈｉｋｉａｎ，“Ｔｈｅ　Ｌｅｄｇ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ｒ－
ｃｈａｎｔ　Ｈｏｖｈａｎｎｅｓ　Ｊｏｕｇｈａｙｅｔｓｉ”），《亚洲学会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ｙ）第８卷第３期（１９６６年），第１５３～１８６页］。
艾娜·巴赫戴兹 麦凯布：《国王的蚕丝换欧洲白银：萨法维伊朗和印度的朱勒法亚美尼亚人的欧亚贸易（１５３０—１７５０）》（Ｉｎａ
Ｂａｇｈｄｉａｎｔｚ－ＭｃＣａｂｅ，Ｔｈｅ　Ｓｈａｈ’ｓ　Ｓｉｌｋ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Ｓｉｌｖｅｒ：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ｌｆａ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ｉｎ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１５３０—１７５０）），亚特兰大：学者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鲁道夫·马特：《萨法维伊朗的贸易政治：以丝易银（１６００—

１７３０）》（Ｒｕｄｏｌｐｈ　Ｐ．Ｍａｔｔｈｅ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Ｉｒａｎ：Ｓｉｌｋ　ｆｏｒ　Ｓｉｌｖｅｒ，１６００—１７３０），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

罗纳德·费里尔：“１７—１８世纪早期亚美尼亚人与在波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Ｒｏｎａｌｄ　Ｗ．Ｆｅｒｒｉｅｒ，“Ｔｈ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经济史评论》（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第２６卷第１期（１９７３年），第３８～６２页；巴斯瓦提·巴塔查里亚：“亚美尼亚人与欧洲人在印度的关系（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没有亚美尼亚人基础的欧洲帝国？”（Ｂｈａｓｗａｔｉ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Ｉｎｄｉａ，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Ｎｏ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东方经济社会史研究》（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第４８卷第２期（２００５年），第２７７～３２２页；塞巴赫·阿斯拉尼安：“贸易流散对抗殖民国家：亚美尼亚商人、英国
东印度公司与伦敦高等军事法院（１７４８—１７５２）”（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ｓｌａｎｉａｎ，“Ｔｒａｄ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Ｍｅｒ－
ｃｈａｎｔｓ，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４８—１７５２”），《流散：跨国研究》（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１３卷第１期（２００４年春季），第３７～１００页。
苏希尔·乔杜里、克拉姆·克尼安主编：《近代早期亚洲贸易中的亚美尼亚人》（Ｓｕｓｈｉｌ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ｙ，Ｋéｒａｍ　Ｋéｖｏｎｉａｎ，ｅｄｓ．，Ａｒ－
ｍｅｎｉａｎ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ｒａ），巴黎：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奥特维·巴赫查里亚：“亚美尼亚
商人在国际贸易中的活动”（Ａｒｔｓｖｉ　Ｂａｋｈｃｈｉｎｙａｎ，“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索·山根、

诺尼诺·纳伽纳瓦主编：《地区商路，地区根源？欧亚大陆的人口流动跨国模式》（Ｓｏ　Ｙａｍａｎｅ，Ｎｏｒｉｈｉｒｏ　Ｎａｇａｎａｖａ，ｅｄｓ．，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Ｒｏｕｔ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ｏｏｔｓ？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札幌：北海道斯拉夫－欧亚研究中
心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３～２９页；希琳·穆萨维：“１７世纪莫卧儿帝国贸易中的亚美尼亚人”（Ｓｈｉｒｅｅｎ　Ｍｏｏｓｖｉ，“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ｇｈ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印度历史大会论文集》（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第５９卷（１９９８年），第２６６～２７８页。
埃蒙德·赫尔齐兹：《新朱勒法亚美尼亚商人：一项前现代贸易的研究》（Ｅｄｍｕｎｄ　Ｈｅｒｚｉｇ，Ｔｈ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Ｎｅｗ　Ｊｕｌｆａ：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ｄｅ），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１年；塞巴赫·阿斯拉尼安：《从印度洋到地中海：新
朱勒法亚美尼亚商人的全球贸易网络》（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ｓｌａｎｉａ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Ｎｅｗ　Ｊｕｌｆａ），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国际性贸易网络。该贸易网络的主体主要是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及其后裔，因此通常也被称为新朱
勒法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从１７世纪初开始，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的繁荣局面持续了将近
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一些商业家族向地中海沿岸城市、俄国、印度及东南亚等地移居，该贸易网络
的重心逐渐转移至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重要港口城市，从而在参与跨地区海洋贸易活动方面具有
天然的便利条件①。
在欧洲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扩张浪潮高歌猛进的时代，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凭借卓越的经商技

艺和勤勉的职业精神，克服波涛汹涌的海洋和险峻的高山荒漠，跨越民族和宗教畛域，建立起近代早
期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跨洲际贸易网络之一。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以各大海港或内陆核心城市为
依托，将其贸易活动扩展至欧亚大陆各国，甚至同美洲建立商业联系，从而在近代早期的全球性经济
交往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通过该贸易网络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不可胜数，有学者将其誉
之为“亚美尼亚贸易帝国”②。１６７６年，旅居伊朗多年的法国珠宝商让·巴普蒂斯特·塔韦尼耶（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Ｔａｖｅｒｎｉｅｒ）在其游记中写道：“如今不存在亚美尼亚人没有参与的贸易，他们不仅前往欧洲，
而且到达亚洲的尽头，东京（Ｔｏｎｋｉｎ）、爪哇、菲律宾以及除中国、日本之外的东方任何角落。”③根据商
人的活跃地域和贸易联系紧密度来界定，该贸易网络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关联密切、偶有重合的区域
贸易圈，分别是地中海贸易圈、西北欧贸易圈、俄国贸易圈和印度洋贸易圈④。

１７—１８世纪上半叶，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在地中海快速发展，亚美尼亚商人广泛散布
在地中海沿岸的众多港口城市（阿勒颇、伊兹密尔、威尼斯、里窝那、马赛等）以及大西洋沿岸的加迪
斯。他们在这些港口城市开展频繁的贸易往来，主要向地中海地区输出蚕丝、香料、宝石、钻石等奢侈
品，进口欧洲的布匹、玻璃、钟表等制成品。亚美尼亚商人几乎垄断了阿勒颇向欧洲人的蚕丝供应。

１８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施里曼家族（Ｓｃｅｒｉｍａｎｓ）在欧洲的宝石贸易和加工行业具有重要影响，他们的
商业基地位于宝石加工中心威尼斯和珊瑚贸易中心里窝那。随着阿姆斯特丹成为新的钻石贸易中
心，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贸易分支。该家族同时兼营信贷业，同威尼斯行政当局和许多欧洲宫廷存在密
切的借贷关系，在意大利的金融领域具有重要作用⑤。亚美尼亚商人在地中海商业体系中成为诸国
商人强劲的竞争对手，甚至达到挤压欧洲本土商人利益空间的程度。例如，１６２３年马赛官员致函法
国国王，抱怨大批亚美尼亚商人及其携带的大宗生丝进入马赛，对该城的贸易市场造成强烈冲击，威
胁到当地商人的利益⑥。
从１７世纪上半叶起，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逐渐向西北欧延伸，主要以阿姆斯特丹、伦敦

两大基地为支撑，在当地的商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姆斯特丹是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在西北
欧最重要的贸易前哨站，在荷兰资本的吸引下，一些亚美尼亚人家族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商业分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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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商业关系［塞巴赫·阿斯拉尼安：“港口城市与印刷厂：近代早期全球亚美尼亚人印刷文化的反思”（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ｓｌａｎｉａｎ，
“Ｐｏｒ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ｅｒ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Ｐｒｉ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书籍史》（Ｂｏｏ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７卷
（２０１４年），第５１～９３页］。

奥特维·巴赫查里亚：“亚美尼亚商人在国际贸易中的活动”，第２８页。

米歇尔·阿伽希安、克拉姆·克尼安：“１７—１８世纪亚美尼亚人在印度洋的贸易”（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ｈａｓｓｉａｎ，Ｋéｒａｍ　Ｋéｖｏｎｉａｎ，“Ａｒ－
ｍｅｎ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丹尼斯·伦巴德、让·奥班主编：《印度洋
和中国海的亚洲商人》，第１５４页。

塞巴赫·阿斯拉尼安：《从印度洋到地中海：新朱勒法亚美尼亚商人的全球贸易网络》，第２～３页。

伊芙琳·科尔施：“施里曼家族与宝石的跨文化贸易：１８世纪上半叶威尼斯的亚美尼亚侨民及其贸易网络”（Ｅｖｅｌｙｎ　Ｋｏｒｓｃｈ，
“Ｔｈｅ　Ｓｃｅｒｉｍａ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ｅｍｓ：Ｔｈ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Ｖｅｎ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安德烈·卡拉索、克里斯托弗·杰京编：《商业网络和欧洲城市（１４００—１８００年）》（Ａｎｄｒｅａ
Ｃａｒａｃａｕｓｉ，Ｃｈｒｉｓｔｏｆ　Ｊｅｇｇｌｅ，ｅｄ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ｉｔｉｅｓ，１４００—１８００），伦敦：皮克林查托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版，第２２３～２３９页。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斯雅·雷诺兹译：《１５—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商业的车轮》（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Ｓｉā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ｔｒａｎｓ．，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１５ｔｈ—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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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蚕丝、钻石、印刷等贸易行业。１６６０—１７１８年，他们在该城创办多家印刷机构，阿姆斯特丹成
为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中最重要的印刷业中心①。从地理位置看，西北欧贸易圈属于新朱勒法亚美
尼亚人贸易网络的边缘地带，但它是地中海贸易圈与俄国贸易圈的延伸和结合，两大贸易圈的流动商
人多半以西北欧市场为中继站展开交往，其重要性不可低估。
俄国贸易圈形成于１７世纪下半叶，路线主要从伊朗向北依次穿越里海、伏尔加河、俄国，最终抵

达波罗的海和白海。该贸易圈包括阿斯特拉罕、喀山、莫斯科、圣彼得堡、阿尔汉格尔斯克等诸多商业
据点。１６６７年，俄国沙皇授予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运输伊朗商品穿越俄国前往欧洲交易的独家经营
权。１６８８年，瑞典国王同意亚美尼亚商人经由瑞典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出口伊朗商品，他们在俄国
商业领域的地位进一步巩固②。通过俄国领土，亚美尼亚商人不仅密切了与西欧国家的经济关系，而
且同波兰、瑞典、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亚美尼亚商人输入俄国的商品主要有蚕丝、
丝织品、地毯、鱼子酱等，以换取俄国的刀剑、毛皮等初级产品。１８世纪中叶以后，一些新朱勒法亚美
尼亚家族移居俄国，在俄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著名的是拉扎里安家族（Ｌａｚａｒｉａｎｓ），该家族将
丝织技术引入俄国，在莫斯科创办俄国第一家丝织作坊，为俄国丝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③。凭
借在俄国商业领域的重要地位，叶卡捷琳娜二世授予该家族领袖阿米尔·阿卡·扎尔（Ａｍｉｒ　Ａｑａ
Ｚａｒ）及四子贵族头衔，该家族成为俄国的著名家族。
印度洋贸易圈是亚美尼亚商人参与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地域。亚美尼亚人以新朱勒法为基地，

向南经波斯湾诸港口城市（巴士拉、贡港、阿拔斯港）跨越印度洋前往印度，以印度次大陆为跳板延伸
至东南亚，行进至中国的广州、澳门。更有甚至，一些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跟随“马尼拉大帆船贸易”
横越太平洋，前往美洲的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城、秘鲁等地，将贸易活动扩展至新大陆④。印度洋沿岸
和太平洋西缘的重要港口城市（坎贝、第乌、果阿、马德拉斯、苏拉特、加尔各答、胡格利、钦苏拉、马尼
拉、巴达维亚、马六甲、勃固、沙廉等）悉数成为亚美尼亚商人的重要贸易据点，活跃着一批数量不等的
亚美尼亚人社群。一些亚美尼亚商人积累大量财富，成为当地的名流显贵。胡格利的瓦吉德（Ｗａ－
ｊｉｄ）、马德拉斯的佩特鲁斯·沃斯坎（Ｐｅｔｒｏｓ　Ｗｏｓｃａｎ）、苏拉特的米纳斯（Ｍｉｎａｓ）、澳门的约翰纳斯家族
（Ｊｏａｎｎｅｓ）⑤等商人富甲一方，分别在当地的商业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洋地区也是亚美
尼亚人涉足欧洲殖民活动程度最深的地区，许多亚美尼亚人充当欧洲人的翻译、向导或商业代理人，
成为欧洲扩张不自觉的参与者。亚美尼亚人几乎参与或涉及了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的大部分类型，
在蚕丝、纺织品、硝石等热销商品的贸易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

二　蚕丝贸易

蚕丝贸易是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从事的最重要的贸易类型，是其广阔的贸易网络久盛不衰的基
础和支撑。由于１６—１７世纪欧洲丝绸工业的快速发展，蚕丝在欧洲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１７世纪
初，蚕丝与胡椒、精香料一并成为风行欧洲的焦点商品，是跨洲际经济交往中最重要的商品类型⑥。
在跨印度洋世界种类繁多的贸易形式中，蚕丝成为流通其间的重要商品之一。此时期印度洋贸易中
流通的蚕丝主要来自伊朗和印度孟加拉地区，亚美尼亚人分别在两地的蚕丝贸易中扮演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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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　塞巴赫·阿斯拉尼安：《从印度洋到地中海：新朱勒法亚美尼亚商人的全球贸易网络》，第８０、８３、６２页。

凡登·格里高利：“伊斯法罕的少数族群：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人群体（１５８７—１７２２年）”（Ｖａｒｔａｎ　Ｇｒｅｇｏｒｉａｎ，“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ｓｆａｈａｎ：Ｔｈ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ｆａｈａｎ　１５８７—１７２２”），《伊朗研究》（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７卷第３期（１９７４年夏季），第

６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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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①。
目前，学术界对亚美尼亚人在伊朗蚕丝贸易中的地位争议不大，基本认可他们在伊朗蚕丝贸易中

的主导作用，认为他们是１７世纪伊朗蚕丝贸易繁荣的主要推手。不过，问题在于主要强调亚美尼亚
人在陆路贸易中的地位，而对其在海路贸易中的作用关注不多②。萨法维王朝的蚕丝分别经由黎凡
特、波斯湾、俄国三条路线输往欧洲，由于研究范畴限定，本文主要考察亚美尼亚商人在波斯湾路线蚕
丝贸易中的作用。然而，研究波斯湾港口贸易的学者认为，伊朗蚕丝大部分通过亚美尼亚人经黎凡特
和俄国输往欧洲，而通过阿拔斯港的蚕丝出口主要掌握在东印度公司手中③。应当承认，若是只从占
有份额的多寡来界定，亚美尼亚人在波斯湾路线蚕丝贸易中的分量不及欧洲商业公司，但比重较小并
不意味着亚美尼亚人在其中的作用是可有可无的。相反，亚美尼亚人在波斯湾路线蚕丝贸易的兴起、

欧洲商业公司蚕丝贸易中的作用不容低估。而且，欧洲商人因现款资本不足的劣势在蚕丝竞价中败
北，亚美尼亚人作为萨法维王朝最重要蚕丝客户的地位并未被撼动。
波斯湾路线蚕丝贸易的兴起是亚美尼亚人推助的结果。波斯湾路线的蚕丝贸易肇兴于１７世纪

初叶，兴起后重要性逐步攀升，分享的份额不断增长，据估计少许年份甚至可能达到５０％④。１６１７年
之前，伊朗蚕丝主要通过黎凡特商路输往欧洲，但萨法维王朝同奥斯曼帝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使蚕
丝的西向输出饱受困扰和威胁⑤。阿拔斯国王即位后，希望通过实现出口渠道的多元化，以解除奥斯
曼帝国对伊朗蚕丝贸易的威胁。为此，阿拔斯国王派遣使团携带蚕丝样品造访欧洲诸国，同其商讨相
关的商务事宜⑥。亚美尼亚人凭借同欧洲国家的宗教亲缘关系以及对蚕丝贸易事务的熟稔，成为外
交使臣的理想人选。１６０９年，亚美尼亚人萨菲尔（Ｓａｆａｒ）出访威尼斯，１６１９年出访西班牙和罗马；另
一名亚美尼亚商人萨希（Ｓａｎｓｕａｒ）分别于１６１３年、１６２１年作为私人代表和全权公使出访威尼斯，

１６２４年接连造访荷兰、英国⑦。萨法维王朝通过亚美尼亚人开展的“蚕丝外交”激起欧洲商人绕过奥
斯曼帝国获取蚕丝的兴趣，为伊朗蚕丝贸易部分转向波斯湾路线奠定基础。
随着欧洲商业公司通过波斯湾路线与伊朗建立贸易关系，亚美尼亚人开始直接参与这些企业的

蚕丝贸易活动。在萨法维王朝，亚美尼亚人通常是欧洲商业公司首选的贸易伙伴或代理人，因为他们
对“当地蚕丝零售贸易中的关键事项所知甚少，在吉兰也没有人脉关系”，而亚美尼亚人“在产丝区建
立了广阔的网络，贸易经验十分丰富，商业关系过硬”⑧，是从事这项贸易的理想拍档。以荷兰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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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例，１６２３年该公司同萨法维国王缔结首项贸易协定，亚美尼亚人便成为他们购买蚕丝的中间
商。１７世纪３０年代，该公司从私商手中购买蚕丝的具体事务几乎完全交由亚美尼亚人负责。

１６３４—１６３８年，亚美尼亚人定期向荷兰东印度公司供应蚕丝。１６３４年１０月，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波斯
负责人奥维斯奇委托亚美尼亚商人领袖纳扎尔购买２１４捆高质量蚕丝。１６３７年，亚美尼亚商人阿米
兰兹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为其购买价值２６００突曼的蚕丝①。贝库斯评论道：“从荷兰东印度
公司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得知，亚美尼亚人在蚕丝出口方面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在波斯的东印度公司
商人难以跨越他们。由于缺乏对蚕丝贸易市场行情的了解，该公司从一开始就雇用亚美尼亚人作为
蚕丝贸易经纪人。”②１６３８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希望以公司员工取代亚美尼亚人在蚕丝贸易中
的经纪人角色，绕过他们直接从产丝区进行购买。奥维斯奇对此不以为然。他分析道，“断绝东印度
公司同亚美尼亚人的关系于己不利……没有亚美尼亚人按时供应蚕丝，公司的定期远航难以进行，没
有亚美尼亚人的合作，公司购买蚕丝的成本将大大增加”，因而“以公司员工取代亚美尼亚人的方式极
不明智，因为他们缺乏同吉兰丝农进行有效沟通的基本知识。此外，公司员工长期滞留产丝区的潮湿
气候环境将会陷入死亡困境”③。这一分析恰如其分地表明，亚美尼亚商人在欧洲公司的蚕丝贸易中
拥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亚美尼亚人同欧洲人在蚕丝贸易中也存在激烈竞争，欧洲人因自身的内在劣势时常沦为亚美尼

亚人“不成功的竞争对手”④。例如，缺乏购买蚕丝必需的现款是长期困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难题。
早在涉足蚕丝贸易之前，公司上层就曾围绕是否参与伊朗贸易引发过争论，托马斯·罗伊（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ｅ）持反对意见，给出的理由便是同伊朗进行贸易需要大量现款，而英国很难满足⑤。如其所料，在
进军伊朗蚕丝贸易后不久，英国商人现款资本捉襟见肘的问题便暴露无遗。１６１９年，阿拔斯国王举
行蚕丝拍卖会，亚美尼亚人同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就蚕丝购买权展开竞价，最终亚美尼亚商人以出价
最高（每捆５０突曼）夺魁，英国商人则因出价太低（每捆４３．２突曼）败兴而归⑥。英国人难以提供诱
人的报价同缺乏用于贸易结算的现款不无关联，他们希望在交易中加入纺织品、香料、糖等商品，以弥
补现款不足的劣势，而这显然难以满足阿拔斯国王的脾胃。用费里尔的话说，“１７世纪英国东印度公
司在波斯的经历强调了现款对于前往东方贸易的欧洲商人是多么重要”⑦。正因如此，英国人对伊朗
蚕丝贸易的热情在持续了不长时间之后便逐渐消退，到１７世纪４０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蚕丝贸易
基本陷入停滞，仅在某些年份参与零星交易。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步其后尘，对伊朗蚕丝的购买量大幅
下滑⑧。相形之下，亚美尼亚人现款充足的优势十分明显，“亚美尼亚人不仅能够提供充足的现款，而
且在他们贸易的沿线城镇建设有组织良好的信贷设施体系。唯有亚美尼亚大商人有能力处理波斯的
商品，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销路和商业技巧支撑如此大规模的经营”⑨。正是凭借充裕的现款
资本，亚美尼亚商人在蚕丝贸易中占得先机，始终是萨法维统治者最为青睐的商业伙伴。如斯坦因曼
所言，“虽然同欧洲人的贸易十分重要，但由于海运公司本身固有的缺陷，如延迟交付贸易商品，不愿
意提供必需的现款以及公司组织涣散等，国王继续依靠亚美尼亚人作为其最合适的蚕丝客户”�10。综
合来看，亚美尼亚人在波斯湾路线蚕丝贸易中的分量不及欧洲商业公司，但他们在其中的参与度并非
完全边缘性的，在某些贸易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形之下，探究亚美尼亚人在孟加拉蚕丝贸易中的作用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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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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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　勒内·贝库斯：“全球企业：１７—１８世纪亚美尼亚商人的纺织品贸易”（ＲｅｎéＢｅｋｉｕｓ，“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乔恩·汤普森、丹尼尔·谢弗、皮尔吉特·麦
德赫主编：《伊朗世界的地毯和纺织品（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年）》（Ｊｏｎ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Ｄａｎｉｅｌ　Ｓｈａｆｆｅｒ，Ｐｉｒｊｅｔｔａ　Ｍｉｌｄｈ，ｅｄｓ．，Ｃａｒｐ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１４００—１７００），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１、２１２页。
艾娜·巴赫戴兹 麦凯布：“流散群体的全球贸易雄心：亚美尼亚人及其欧亚蚕丝贸易（１５３０—１７５０）”，第２９页。

⑥　鲁道夫·马特：《萨法维伊朗的贸易政治：以丝易银（１６００—１７３０）》，第９７、１０３页。

⑨　罗纳德·费里尔：“１７—１８世纪初亚美尼亚人与在波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第６２、５６页。

埃蒙德·赫尔齐兹：“萨法维王朝时期伊朗生丝出口的数量”（Ｅｄｍｕｎｄ　Ｈｅｒｚｉｇ，“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ａｗ　Ｓｉｌｋ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Ｐｅｒｉｏｄ”），《伊朗研究》第２５卷第１期（１９９２年），第７３～７４页。

琳达·斯坦因曼：《阿拔斯一世及其皇家蚕丝贸易（１５９９—１６２９）》，第８３页。



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欧洲商人是近代早期孟加拉蚕丝贸易的支配者，同他们相比，亚洲商人在这一时
期孟加拉蚕丝贸易中的地位是十分边缘化的，可谓微不足道。对此，苏希尔·乔杜里提出针锋相对的
看法。他认为，亚洲商人在孟加拉蚕丝贸易中的重要性远高于欧洲公司，这种局面一直维持至英国征
服孟加拉为止。造成学者们长期以为欧洲商人主导孟加拉蚕丝贸易的原因在于遗存史料的不对称，

欧洲商业公司档案中保存的关于孟加拉贸易的史料充盈，而亚洲商人在孟加拉商业交换中的文献遗
存则十分稀少。此外，不乏一些学者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幽灵”在作怪，使他们天然对
亚洲商人参与孟加拉贸易的史料缺乏关注，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此种错觉。

苏希尔·乔杜里通过深入挖掘欧洲商业公司档案和印度本土史料，在以量化数据为支撑的基础
上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在１８世纪中叶之前，亚洲商人在孟加拉蚕丝贸易中的地位领先于欧洲商人。

据他分析，从市场占有份额来看，亚洲商人在孟加拉蚕丝贸易中具有压倒性优势。１８世纪４０年代末
至５０年代初，英、荷两家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蚕丝的年平均出口总量不超过２５００莫恩德（ｍａｕｎｄ），

其中英国公司占１５００莫恩德，荷兰公司占１０００莫恩德①。此外，其他欧洲商业公司对孟加拉蚕丝的
年平均出口总量不超过１０００莫恩德。因而，欧洲商人对孟加拉蚕丝的年平均出口总量至多为３５００
莫恩德。相形之下，在１８世纪５０年代初，亚洲商人的年平均出口量多达１．９８万莫恩德，５０年代中
期略微下降至１．４９万莫恩德。换言之，大约同一时期，在孟加拉蚕丝出口贸易中，欧洲商人所占份额
不到亚洲商人份额的２０％。按照折合价来算，欧洲商人对孟加拉蚕丝的年出口总值约为９８万卢比，

而１７４９—１７５３年亚洲商人对孟加拉蚕丝的出口总值约为５５０万卢比，１７５４—１７５８年为４１０万卢比，

整个时期的平均值为４８０万卢比。从商业价值来看，欧洲商人在孟加拉蚕丝贸易中所占份额约为亚
洲商人份额的２０％～２５％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认为欧洲商业公司在１８世纪中叶前孟加拉蚕丝贸易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传
统观点难以成立，相反，亚洲商人在该贸易领域处于优势地位。从参与程度来看，以古吉拉特为代表
的印度商人在孟加拉蚕丝贸易中扮演主要角色，同时，亚美尼亚商人也是其中表现活跃的一支商业力
量③。至于亚美尼亚商人在孟加拉蚕丝贸易中的具体份额，由于缺乏相关的定量数据难以估计，但这
并不妨碍从定性的角度对亚美尼亚商人在其中的作用作出研判。亚美尼亚商人在孟加拉蚕丝贸易中
的作用可从两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亚美尼亚商人在孟加拉主要产丝区及贸易港均建立了居留地。亚美尼亚商人最早在孟
加拉形成的聚居区位于穆希达巴德的卡西姆巴扎尔，该地是孟加拉著名的产丝区及丝织业所在
地。时至今日，穆希达巴德出产的丝绸沙丽服和丝巾仍享有盛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来
自新朱勒法的亚美尼亚人，这些蚕丝商人的初期经营为此地蚕丝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④。此
后，亚美尼亚商人逐渐在达卡、帕特纳等一系列产丝区创建稳固据点，形成诸如“亚美尼亚社区”
“亚美尼亚街”或“亚美尼亚码头”等众多带有强烈身份标识的地点⑤。该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追逐
蚕丝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是吸引亚美尼亚商人聚居的主要动力。此外，胡格利、加尔各答等重要港口
城市也是亚美尼亚人的立足之所。他们通过上述港口广泛参与海上贸易，从该地派遣贸易船运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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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重量单位，１莫恩德约等于７５磅。

③　苏希尔·乔杜里：“孟加拉蚕丝的国际贸易与亚洲人、欧洲人在其中的作用比较（１７００—１７５７）”（Ｓｕｓｈｉｌ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ｙ，“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Ｂｅｎｇａｌ　Ｓｉｌ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ｓ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ｃｉｒｃａ．１７００—１７５７”），《现代亚洲研究》第２９
卷第２期（１９９５年５月），第３７８～３８０、３７５页。

阿奇托·罗伊、拉什米·拉希里－罗伊：“亚美尼亚侨民与加尔各答的联系”（Ａｃｈｉｎｔｏ　Ｒｏｙ，Ｒｅｓｈｍｉ　Ｌａｈｉｒｉ－Ｒｏｙ，“Ｔｈｅ　Ａｒｍｅ－
ｎｉ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流散研究》（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１０卷第２期（２０１７年３月），第１４０页。
苏米塔·巴塔查里亚：“加尔各答的亚美尼亚人”（Ｓｕｓｍｉｔａ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Ｔｈ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赫玛德里·班纳吉、

尼纳伽纳·古普塔、希普拉·穆克吉主编：《加尔各答的马赛克：对加尔各答少数族群社区的随笔和访谈》（Ｈｉｍａｄｒｉ　Ｂａ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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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前往亚洲各国①。这些港口正是孟加拉蚕丝的主要外销渠道，精明的亚美尼亚商人自然不会错过
这一贸易良机，凭借在港口城市的贸易网络积极涉足蚕丝贸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二，从１７世纪中后期到１８世纪上半叶，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从事孟加拉蚕丝贸易的亚美
尼亚商人。虽然亚美尼亚商人在蚕丝贸易的地位难以同古吉拉特商人相比肩，但仍出现一些以参与
蚕丝贸易闻名的亚美尼亚人，榜上有名者如阿伽·西雅特、阿伽·格里高利、马修·约翰纳德、瓦吉德
等，经营蚕丝贸易是其重要的生财门径。阿伽·西雅特与阿伽·格里高利主要从事将赛达巴德蚕丝
销往苏拉特的贸易，两人的出口额达到１０００莫恩德，他们与古吉拉特商人共同主导这条路线上的蚕
丝贸易②。马修·约翰纳德出生于新朱勒法，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初来到加尔各答，主要依靠参与加尔各
答和希达巴德之间的蚕丝贸易起家③。瓦吉德是１７世纪上半叶孟加拉声名显赫的亚美尼亚富商，主
要以从事硝石和食盐贸易闻名，间或从事蚕丝等其他贸易行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运清单表明，瓦
吉德拥有多艘大型商船，定期派遣这些商船贩运蚕丝、棉纺织品和瓷器等商品前往苏拉特、巴士拉、吉
达等港口城市④。总之，在孟加拉重要的蚕丝贸易中心和外销港口，都存在亚美尼亚人的身影，他们
拥有充裕的资本及为数不少的贸易商船，经常在蚕丝贸易活动中表现活跃。

三　纺织品贸易

在近代以前的印度洋贸易中，纺织品已经是流通其间的重要商品，以至于长期充当印度同东南亚香
料群岛进行贸易的货币杠杆而在两者之间成规模流通。欧洲人涉足印度洋贸易后，纺织品的交易数量
与日俱增，到１７世纪下半叶，纺织品成为印度洋经济交往中最重要的商品类型之一。对于纺织品在跨
印度洋地区的受欢迎程度，１７世纪皮拉德（Ｐｙｒａｒｄ）曾使用略带文学色彩的语言描述道：“‘从好望角到中
国之间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从头到脚都身着’印度织机纺织的产品。”⑤作为印度对外贸易流通量首屈
一指的拳头产品，纺织品贸易在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中处于显要地位。亚美尼亚商人经营各种各样的
纺织品，范围从粗糙的印花棉布到昂贵的丝绸、织锦，仅古吉拉特的纺织品就多达３０余种。

孟加拉是１７—１８世纪印度洋沿岸重要的纺织品产区，该地出产的纺织品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

亚美尼亚商人参与孟加拉纺织品贸易的时间早于欧洲商人。１７世纪初叶，亚美尼亚商人已经开始在
孟加拉地区定居。在加尔各答发现的一处亚美尼亚人公墓中，碑文显示最早的埋葬时间可追溯至

１６３０年。此前，人们普遍认为英国人是加尔各答的首批外国定居者和创始人，这块墓碑的出现使人
们意识到亚美尼亚人才是该地最早的外国移民，时间比英国人早６０年⑥。１７世纪初叶，亚美尼亚人
已经居住在达卡和赛达巴德，二者均是孟加拉最重要的纺织品生产中心和交易中心。大约从此时起，

他们已经开始从事纺织品贸易，上述城市是其参与此项贸易的主要基地。１６９７年，一位英国东印度
公司员工指出，亚美尼亚人是参与纺织品贸易最早的商人群体。他认为：“亚美尼亚商人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商人，他们自第一匹布问世之日起就参与从事纺织品贸易。”⑦亚美尼亚商人参与纺织品贸易，

为其谋求生存空间、改善经济地位提供了新机遇，因而表现得尤为积极。苏希尔·乔杜里指出，亚美
尼亚人最令人称奇之处在于只要存在任何商业获利的可能性，他们愿意深入最偏远的地区从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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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孟加拉的其他贸易集团难以望其项背①。
亚美尼亚商人遍布孟加拉各地的广阔贸易网络，使他们在采购纺织品供应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孟加拉的纺织业大部分属于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地理分布上的极端分散性是其显著特征，纺织品的收
购需要相适应的广阔贸易网络进行匹配。从１７世纪初叶起，孟加拉地区的亚美尼亚商人群体逐渐壮
大，几乎遍布孟加拉的各大贸易中心、港口或城市。在赛达巴德、胡格利、加尔各答、卡斯姆巴扎尔、达
卡、帕特纳等一系列相对较大的城市中形成稳定聚居区，同时深入孟加拉偏远的乡村地区，特别是专门
从事纺织品生产的村落，形成沟通城市与农村、中心与边缘的联系较为紧密的贸易网络。亚美尼亚商人
的散居特征及其广阔的贸易网络同孟加拉纺织业的极端分散性十分匹配，是其跻身孟加拉最成功商人
集团行列的重要原因。有学者强调，正是基于这一内生优势，亚美尼亚商人在为出口市场采购纺织品方
面足以同强大的当地商人集团和欧洲商业公司竞争，从而在孟加拉纺织品贸易中表现活跃②。

亚美尼亚商人在达卡的纺织品输出贸易中拥有较高份额。达卡是孟加拉的商业重镇和纺织品生
产中心，兴旺的纺织业持续吸引各国商人麇集于此，亚美尼亚人于１７世纪初叶便在该地形成聚居区。
从伊朗迁徙而来的亚美尼亚人将先进的纺织技术引入达卡，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纺织业的更新与发展。
到１８世纪中叶，亚美尼亚人每年在达卡纺织品行业的投资额高达七八千荷兰盾，主要将纺织品销往
红海、波斯、东亚及东南亚等海外市场③。从具体的占有份额来看，亚美尼亚商人在达卡纺织品贸易
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以１７４７年为例，在是年达卡纺织品出口贸易结构中，亚洲商人占据的份额
多达三分之二，欧洲商人占据的份额仅有三分之一④，而亚美尼亚商人在亚洲商人整体份额中所占的
比重高达２３％⑤。１７５５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孟加拉理事路易斯·泰勒菲尔特（Ｌｏｕｉｓ　Ｔａｉｌｌｅｆｅｒｔ）估
计，亚美尼亚人同希腊人等贸易群体平均每年从达卡向苏拉特、红海、波斯湾等地出口产值约为七八
十万卢比的纺织品，亚美尼亚商人的份额可能多达五六十万卢比⑥。这一判断同１８００年英国驻达卡
商业代表约翰·泰勒（Ｊｏｈｎ　Ｔａｙｌｏｒ）的估量大体相当。约翰·泰勒认为，１７４７年亚美尼亚商人从达卡
输出的纺织品产值约为５０万卢比。他还直言不讳地宣称，亚美尼亚人是达卡纺织品最大的出口商，

其地位大大领先于英国、荷兰、法国等商业公司。实际上，亚美尼亚人对达卡纺织品的出口额同所有
欧洲商业公司的出口总额基本持平⑦。

亚美尼亚商人在跨越印度洋东部地区的纺织品贸易中表现尤其活跃。１７—１８世纪，随着跨洋贸
易的发展，马尼拉凭借地处两大洋交界处的优越位置成为联结印度洋、太平洋、美洲的贸易据点，进而
成为各国商人荟萃的国际商业都市。１８世纪，阿卡普尔科对纺织品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印度纺织品
成为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中继中国丝绸之后最重要的进口商品⑧。在此背景下，马尼拉异军
突起，成为印度纺织品东向流通的重要中转地。由于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奉行禁止同欧洲敌对
国家商人开展贸易的政策，英、法、荷等实力强劲的商业竞争者被马尼拉市场拒之门外。亚美尼亚商
人反而成为光顾该地的常客，因而在印度与马尼拉的贸易往来中扮演重要角色。赛斯认为，“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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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印度）与马尼拉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完全掌握在亚美尼亚人手中”①，主要向马尼拉市场供应
纺织品、香料及其他商品。从１６７９年到１７４５年，亚美尼亚人佩特鲁斯·沃斯坎、梅科布·雅各布
（Ｍｅｌｃｏｍｂ　ｄｉ　Ｊａｃｏｂ）、路易斯·萨特尔（Ｌｏｕｉｓ　Ｓａｔｔｕｒ）、马鲁斯·马卡尔（Ｍａｒｕｔｈ　ｄｉ　Ｍａｒｋａｒ）、马鲁
斯·约瑟夫（Ｍａｒｕｔｈ　ｄｉ　Ｊｏｓｅｐｈ）、保罗·哈卡克（Ｐａｕｌｏ　ｄｉ　Ｋｈａｃｈｉｋ）是参与该项贸易的重要代表。在
此期间，他们至少在马德拉斯 马尼拉航线上进行了２９次商业航行。米纳斯是１７世纪下半叶参与印
度至东南亚海上贸易最著名的亚美尼亚商人之一，经济实力雄厚，拥有４艘大型商船，分别是“圣迈克
尔”号、“苏莱曼”号、“霍普维尔”号和“奎达商人”号。１６６８—１６６９年，米纳斯首次派遣“霍普维尔”号
商船运输１５　０００拉里（ｌａｒｉｎｓ）印花棉布前往菲律宾。此次航行大获成功后，米纳斯在接下来３年里
连续派遣商船前往菲律宾进行贸易，纺织品在历次商业远航中均属于主要商品②。此外，１６７９年，
琼·多明戈（Ｊｏａｎ　Ｄｏｍｉｎｇｏ）派遣商船“圣米切尔”号从古德洛尔港远航马尼拉，运载了１８０包纺织品；

１７０４年，史蒂夫·马克（Ｓｔｅｖｅ　Ｍａｒｋ）派遣商船前往马尼拉，运载了４５０包纺织品；１７３５年，玛利亚姆
（Ｍａｒｉａｍ）派遣商船携带４８０包纺织品从科罗曼德尔海岸的诺沃港驶往马尼拉③。

西印度洋海域也是亚美尼亚人输送纺织品的重要目的地。１７世纪，波斯、土耳其、阿拉伯、非洲
等国家和地区对印度纺织品的需求量很大。亚美尼亚商人每年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各类印度纺织品运
往阿拔斯港，再从港口转运至伊斯法罕、巴士拉、巴格达等内陆城市。亚美尼亚商人在上述城市将纺
织品转售给当地商人，后者再将纺织品分销至全国市场。不过，印度同西印度洋海域之间的纺织品贸
易主要是亚美尼亚人与伊朗人、印度人等各路商人共同进行的，亚美尼亚人只是该贸易进程中的一支
商业力量④。亚美尼亚人在这项贸易中占据的分量虽算不上主导性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仍发
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纺织品贸易中，欧洲商人需要仰仗亚美尼亚人的合作与支持。１７世纪，欧洲商业公司尚未在
印度广大地区建立起足以支撑其庞大贸易流通的商业网络，加之对当地语言、风俗及商业惯例的知识
有限，欧洲商人在贸易活动中需要仰赖当地商人的合作与支持。亚美尼亚商人凭借同欧洲人的宗教
亲缘关系、对波斯语（莫卧儿宫廷用语）及其他方言的熟稔以及卓著的商业信誉，成为欧洲商业公司青
睐有加的合作伙伴。巴塔查里亚分析道：“对英国、法国、荷兰等海洋国家而言，亚美尼亚人是至关重
要的，因为他们同印度统治阶级关系密切，同时具备掌握波斯语及其他方言、商业技能、诚信、资本等
优势以及对印度多元社会超群的适应力。”⑤双方的合作关系在纺织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亚
美尼亚商人在纺织品贸易中拥有欧洲人难以比肩的竞争优势。１７世纪６０年代，亚美尼亚人在贾巴
尔普尔、勒克瑙等纺织品市场的强大竞争力，迫使荷兰人从这些市场退却。从１６７８年起，亚美尼亚人
业已在锡龙杰的纺织品贸易中站稳脚跟，每年将大批货物输往波斯、班塔姆、马尼拉。同时代的欧洲
商人称，亚美尼亚人是唯一能够在纺织品行业同印度商人展开竞争的外来商业势力，“他们不仅熟知
每一座拥有纺织产业的城镇和村庄，而且能够以低于英国东印度公司３０％的价格购买纺织品”⑥。因
而，欧洲人希望通过亚美尼亚人作为商业中介，以相对有利的途径参与纺织品贸易。１６８８年，英国东
印度公司同亚美尼亚富商帕鲁斯（Ｐｈａｎｏｏｓ）签署协议，希图通过亚美尼亚人购买纺织品。他们对亚
美尼亚人出色的业务能力大加赞赏，认为“那群人（亚美尼亚人）节俭、和善、谨慎，行走过印度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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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土地，知晓莫卧儿王国的每一个村庄，对每一种商品有着精确的认知和判断”①。不久之后，该公司
同亚美尼亚人再度签署协议，通过亚美尼亚人采购帕特纳地区的纺织品。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人“知
晓如何购买质量更优的产品”②。亚美尼亚商人从印度各地汇聚各色纺织品，如德里的印花布，孟加
拉、戈尔康达、贝拿勒斯的丝绸以及萨玛纳的白棉布，在指定地区交付欧洲商人③。
由上述可知，亚美尼亚商人在纺织品贸易中扮演交易者、运输者或商业掮客等多重角色，其地位

一直维持至１８世纪中叶。直至普拉西战役后，英国人试图将包括亚美尼亚人在内的竞争者逐出孟加
拉商业领域。１８世纪６０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威廉·博尔茨（Ｗｉｌｌｉａｎ　Ｂｏｌｔｓ）指出：“随着公司试
图建立向巴士拉、吉达、摩卡等港口的纺织品出口垄断，强迫亚美尼亚人使用英国商船运载商品，孟加
拉许多专门从事向波斯、阿拉伯出口纺织品的亚美尼亚家族被彻底击垮。”④随着欧洲商人在孟加拉
纺织品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逐步确立，亚美尼亚人渐渐淡出此项贸易，转向其他行业。

四　硝石贸易

硝石是近代早期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商品类型。随着１７世纪全球范围内战争频烈度加剧以及
火器的规模应用，硝石作为火药制造的战略原材料，在世界消费市场上的需求激增。鉴于欧洲本土的
硝石供应严重不足，印度成为１７—１８世纪欧洲硝石的重要海外来源。由于体重量大，硝石还被视为
从印度返回欧洲的商船保持平稳远洋航行的理想压舱物。例如，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惯例，硝
石占据每艘商船１６％的载货空间，当时航行在印度洋的商船平均载重量约为１０００吨，其中硝石的份
额大约占１６０吨⑤。硝石贸易是跨印度洋商业往来的重要内容。

１７世纪下半叶，硝石成为收益丰厚的商品，其利润率甚至一度高于纺织品⑥，诱使各国商人趋之
若鹜，积极参与硝石贸易。借助在印度洋地区的广泛经济联系，许多亚美尼亚商人亦不失时机地参与
其中。在１７世纪９０年代之前，亚美尼亚人对硝石贸易的参与程度不高，直到１６９２年莫卧儿帝国皇
帝颁布法令，禁止帝国官方向欧洲人出售硝石，成为私商群体渗入此项贸易的契机。此后，亚美尼亚
人逐渐成为欧洲人采购硝石的重要渠道。１６９３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商业代表安德烈·布罗 代朗德
（Ａｎｄｒｅ　Ｂｏｕｒｒｅａｕ－Ｄｅｓｌａｎｄｓ）转而向亚美尼亚商人购买硝石，数额约为１万莫恩德。翌年１月，代朗德
再次从私商手中采购价值高达９０万里弗的硝石，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由亚美尼亚人提供⑦。１６９６年，
亚美尼亚人开始向葡属印度供应硝石，同时还利用葡萄牙人遍布西印度洋海域的贸易网络，将产品输
往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地区。鉴于硝石的不易获取性，葡萄牙人对亚美尼亚商人供应硝石的渠道十分珍
视。因而，在１７世纪９０年代，亚美尼亚商人经常在葡萄牙海军的庇护下从事苏拉特至西印度洋海域之
间的贸易⑧。亚美尼亚人向伊朗供应的硝石也主要通过该贸易网络输送。他们不时派遣商船将硝石输
往波斯湾港口，再转运至波斯内陆腹地。这项贸易主要由侨居印度的亚美尼亚人和伊朗人共同承担⑨。
亚美尼亚人也广泛参与东印度洋海域的硝石贸易。马尼拉是印度洋东部地区主要的硝石贸易中

心，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诸港口同其建立了常规性的贸易联系。如前所述，由于西班牙殖民当局对欧
洲商人的贸易禁令，亚美尼亚商人成为印度与马尼拉贸易的重要参与者。“１７００年左右，亚美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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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马德拉斯的大部分贸易，并主导该地前往中国的贸易及东南亚诸港口的船运。”①活跃在这一路
线硝石贸易中的亚美尼亚商人有米纳斯、琼·多明戈。米纳斯是１７世纪下半叶苏拉特的船运大亨，

１６６９—１６７２年连续派遣商船运载大批货物前往马尼拉进行交易。１６７９年，琼·多明戈派遣商船前往
马尼拉，船上运载了６０担（ｐｉｋｕｌｓ）硝石②。欧洲人也依靠亚美尼亚商人将硝石等货物输往马尼拉，东
印度公司通过雇用亚美尼亚人率领船队、商船悬挂亚美尼亚旗帜等方式，以亚美尼亚人身份为掩护规
避贸易禁令，从而达到走私贸易的目标。除马尼拉以外，亚美尼亚人经营硝石贸易的范围也扩散至东
南亚其他地区，马六甲、勃固、吉打、亚齐、暹罗、丹那沙林、爪洼等港口城市都有亚美尼亚商人频繁出
没的身影③。他们输往东南亚的商品主要有硝石、纺织品和谷物，以交换香料、黄金、白银、檀香、锡以
及中国的丝绸、瓷器、麝香等产品。
孟加拉硝石贸易是亚美尼亚人参与程度较高的商品类型，某些时段内甚至获得了近乎垄断的地

位。在孟加拉地区的主要硝石供应基地，大多分布有亚美尼亚商人及其代理人。１７５３—１７５８年，亚
美尼亚富商瓦吉德一度实现了对孟加拉硝石贸易的掌控。瓦吉德是孟加拉亚美尼亚商人社群领袖，

１８世纪４０—５０年代孟加拉的商业巨头，并凭借其商业财富成为孟加拉显赫的政治要人④。瓦吉德组
建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以孟加拉的商业都市胡格利为基地，经营着广阔的贸易帝国，贸易范围远达红
海岸边的摩卡港和波斯湾的巴士拉港。他不仅参与硝石、食盐、鸦片等贸易，而且穿梭在从孟加拉到
波斯湾、红海之间广阔的海上贸易中，同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存在广泛的商业往来，成为欧洲商业
公司的重要供货商。对孟加拉硝石贸易的垄断成为瓦吉德主要的商业支柱。他拥有一支大约２０００
艘商船的船队，游弋在恒河各港口之间，专门用来运输以硝石为主的大宗商品⑤。１８世纪４０年代末，
瓦吉德向孟加拉总督购买了比哈尔的硝石垄断权。荷兰东印度公司理事比斯多姆（Ｂｉｓｄｏｍ）带着艳
羡的目光称，瓦吉德仅向孟加拉总督支付２．５万卢比的微薄财物，便获得利润丰厚的硝石经营特权。
他主要利用其代理人米尔·阿芙扎尔（Ｍｉｒ　Ａｆｚａｌ）、阿什拉夫（Ａｓｈｒａｆ）负责经营硝石贸易，二人长期
从事硝石采掘和贸易，在该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是瓦吉德贸易集团的重要成员⑥。
通过垄断比哈尔的硝石贸易，瓦吉德赚取了巨额财富。比哈尔是印度最重要的硝石生产基地，其

出产的硝石“比印度其他地区的产品质量更佳，价格更便宜，毗邻恒河的优越位置使运输至海港更为
便利”⑦。一份１６５０年的报告提供了印度各地的硝石价格对比，比哈尔的硝石价格为每莫恩德１卢
比，胡格利为每莫恩德１．３～１．４卢比，巴拉索尔为每莫恩德２．５～２．８卢比⑧。比哈尔硝石因物美价
廉获得欧洲商人的格外青睐，１６６８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放弃从印度西海岸采购硝石，此后完全依赖比
哈尔的硝石供应⑨。据称，仅１７４７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从瓦吉德手中购买２．１万袋硝石，共计４．２
万莫恩德�10。据Ｋ．Ｎ．乔杜里不完全统计，在瓦吉德垄断孟加拉硝石贸易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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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进口的硝石总量共计１２万英担，总价值高达１３．８万英镑①。几乎同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理事
扬·克塞伯姆（Ｊａｎ　Ｋｅｒｓｅｂｏｏｍ）在信件中声称，“这项贸易（硝石）完全落入其手中，处于他的绝对掌
控之下”②，成为瓦吉德商业帝国的支柱产业。凭借对硝石等贸易行业的经营，瓦吉德得以聚敛大量
财富。虽然对其财产的具体数目不得而知，不过这一点可以从其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中有所反映。
瓦吉德的生活气派不亚于帕特纳地区的高官显贵：饲养了１５头大象和５０匹宝马，豢养１２０名妇女和

２００名仆人为其生活服务。瓦吉德还时常为孟加拉当局提供财政援助，曾一次性向总督进献１５０万
卢比的资金作为礼物③，可见其经济实力之雄厚。
亚美尼亚人在该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引发了欧洲同行的强烈不满，欧洲商人一直设法夺取硝石

贸易的主导权。１８世纪５０年代初，由于不满“瓦吉德对硝石贸易的垄断及其在比哈尔经济中的宰制
地位”④，欧洲商人同瓦吉德的关系日趋紧张，荷兰人和英国人相继试图夺取硝石贸易的控制权，均以
失败告终。如库姆·查特吉所言，“当这位孟加拉最强大的商人在穆希达巴德宫廷的支持下控制硝石
贸易时，荷兰人或英国人对硝石贸易的垄断难以实现”⑤。普拉西战役以后，英国商业代表帕克斯
（Ｐａｒｋｅｓ）迫切地致信加尔各答委员会，希望取消瓦吉德对硝石贸易的独家经营权。委员会考虑到亚美尼
亚商人在孟加拉商业领域的影响力，不敢贸然采纳该建议。直至１８世纪５０年代末，随着英国在孟加拉
的实力与日俱增，瓦吉德失去政治势力的庇护和支持，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排挤和打压下，瓦吉德对硝
石贸易的垄断权才逐步易手。英国人扶植的新任总督米尔·贾法尔（Ｍｉｒ　Ｊａｆａｒ）将原属于瓦吉德的“比哈
尔邦的硝石土地悉数授予英国公司”⑥，亚美尼亚人在孟加拉硝石贸易中的地位也不断降低。

五　结　　语

在近代早期东西方经济交往蓬勃兴起之时，亚美尼亚商人以新朱勒法为枢纽，频繁穿梭在欧亚大
陆各地之间开展商业贸易，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庞大的商业网络，商业辐射范围包括欧洲、地中海、印度
洋、东南亚、太平洋等区域。在缺乏母国统合和支持商业活动的状态下，新朱勒法亚美尼亚商人凭借
血缘亲族关系、宗教认同感及语言的相通性等纽带维系庞大的商业网络之凝聚力，成为其取得商业成
功的重要基础。凭借商业上的非凡成功，许多流散各地的亚美尼亚商人积聚了巨额财富。１６７３年，
法国珠宝商让·夏尔丹称，新朱勒法的亚美尼亚商人阿伽·皮尔拥有超过２００万里弗的财富（相当于

１５００公斤黄金）。相形之下，同时代法国最富有的两位商人之遗产分别仅有６万里弗和１６．３万里
弗，这在当时法国被视为一笔巨额财富，但二者之和差不多仅有阿伽·皮尔财产的十分之一。而阿
伽·皮尔只是新朱勒法的２０位巨贾之一，另外１９人可能拥有将近等量的财富。麦凯布认为，即便从
当时的全球范围内着眼，新朱勒法的亚美尼亚商人也堪称豪富⑦。亚美尼亚人凭借卓越的经商技艺
和出色的理财能力，在世界各地开辟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在萨法维波斯、莫卧儿印度等国家获得了同
彷徨无依、漂浮无根的流散族群不相匹配的政治经济地位，充分诠释了历史上边缘少数群体通过孜孜
以求的不懈奋斗改变民族命运的典型案例。
在近代早期的印度洋经济交往中，蚕丝、纺织品、硝石是重要的贸易类型。凭借散居在各地的商

业社群及其组成的广阔而频密的贸易网络，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积极涉足蚕丝、纺织品、硝石等贸易
行业，在印度洋商业体系乃至跨欧亚贸易活动中扮演着显著作用，成为活跃在当时国际商业舞台上的
一支重要力量。在不同的贸易类型中，亚美尼亚商人发挥作用的程度有所区别，对硝石贸易的参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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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在某些时段内甚至建立了近乎垄断的地位，蚕丝贸易和纺织品贸易则形成同其他各路商人并驾
齐驱、互争短长的局面。至于亚美尼亚商人在各类贸易中的具体份额，由于缺乏详尽的文献史料而难以
做出精确估计，但其拥有的比重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再者，近代早期印度洋的经济交往大多通过欧洲人
出具的文献史料进行研究，因此，现有文献中呈现的亚美尼亚人在印度洋贸易中的比重难免遭到低估。
此外，亚美尼亚人不仅扮演商品运输者和交易者的角色，而且以自身的人力、资本等诸多要素资源禀赋
和比较优势为近代早期的印度洋经济交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成为早期全球经济交往的助力者。
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对印度洋贸易的参与问题，牵涉如何认识东方商人在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中的

作用及欧洲商人与东方商人在其间的交往关系这一史学界长期争鸣的重要问题。一直以来，受欧洲中心观
或史料局限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西方学者的主流论调认为１５、１６世纪之交欧洲殖民者涌入印度洋标志着
东方商业力量在这一空间领域无可阻挡的消退乃至衰落，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成为其后印度洋
贸易的主导者和支配者；而对东方商人在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中的历史作用，通常较少正面涉及，遑论
对其历史地位作出公允的评论。后殖民时代印度洋周边诸国诞生后，这些国家的学者主要关注和强调
本国商业力量在印度洋贸易中的地位，这对于重新定位东方商人在其间的历史贡献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但仍难以从整体上考察近代早期东方商人参与印度洋贸易的历史全景。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对印度洋
贸易的参与为凸显东方商人在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重要案例。近代早期的印度洋
商业世界不仅有欧洲商人和印度洋滨海国家商人游弋其间，而且有亚美尼亚商人等流散群体的介入和
参与。总之，近代早期的印度洋商业舞台是东方商人与欧洲商人竞相角逐的大棋盘，而不仅仅是欧洲商
人的独角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参与印度洋贸易的研究，是对以往印度洋史叙
事中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和“民族 国家本位”范式的突破，将欧洲商人与东方商人放在印度洋互动
世界中加以考察，进一步丰富着我们对近代早期印度洋贸易史多元构成的认知。进而言之，对以亚美尼
亚人、犹太人等流散族群为主体的跨地区贸易网络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更加全面、系统地理解早期全球
化的复杂历史。缺乏对这些贸易网络及其历史功用的深入发掘，无论是从海洋史、跨国史还是全球史角
度书写早期全球化的历史，都充其量不过是对欧洲帝国主义故事另一种形式的改述与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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